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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潘光旦与社会学的“清华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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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1926—1952 年间前后两任“掌门”，陈达和潘光旦对清华社

会学学术传统的形塑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两位先生的人生史和智识史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彼此的治学风格与研究旨趣迥异。无论是陈达对清华社会学之奠基，还是潘光旦对清华社会学之

改造，都应被视为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努力。以陈达和潘光旦为灵魂人物的“清华学派”之演

变轨迹和内部张力，体现了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学这门学问在中国的“想象”与实践，并不

止于对西方社会学的简单应用或移植，而是与中国自身的知识与思想传统相结合，在近代中国特

定的历史情势与社会脉络下，最终生发出独特的样貌和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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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学术史研究中，“清华学派”是近十几年来颇为引人关注的一个论题。最早王瑶先生在讨论

清华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时提出“清华学派”的概念，后来胡伟希、张岱年、徐葆耕、李伯重等学者又先后

从哲学、历史等学科出发对“清华学派”的学术传统和历史脉络进行梳理，由此，“清华学派”逐渐演变成

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指的是 20 世纪 20—40 年代清华大学整体的文科研究。［1］然而，学界既有的讨

论主要集中在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对于社会科学，尤其是清华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尚未有人从“学派”的

高度加以梳理和总结。事实上，1926 年成立的清华社会学系是民国时期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重镇之

一，陈达、潘光旦、李景汉、吴景超、吴泽霖等诸多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奠基者都曾在此任教。可以说，清华

社会学系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存在。2016 年恰值清华社会学系建系 90 周年，在这一历

史时点上，重新梳理和总结“清华学派”的社会学传统，或许是对其最好的纪念。
在清华社会学的学术谱系中，陈达和潘光旦是 1926—1952 年间前后两位灵魂人物。他们不仅长期

在清华任教，而且曾先后出任过社会学系的系主任。陈达是社会学系的创始人，自创系以来一直主持系

务，直到 1943 年因病卸任; 潘光旦则执掌了接下来近十年的岁月，直到 1952 年清华社会学系在高等学

校院系调整中被取消。对这两位老清华社会学“掌门”的比较，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清华学派”学术传

统的认识，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早期社会学自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一、人生史与智识史之对照

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学者的学术思想是无法脱离其个人的生命传记和智识背景来理解的。陈

达与潘光旦的人生史和智识史，恰恰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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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与潘光旦都出生于 19 世纪 90 年代，前清光绪年间。这是一个新旧交汇的时代，西学东渐的大

潮已然涌起，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等著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问世。陈达比潘光旦年长 7 岁，

两位先生都是南方人，但家世迥异: 陈达出生于浙江余杭县里河村一个农民家庭，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在

一个没有多少“文化资本”的环境中长大的。这位农家子弟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 1910 年，那一年他考

入杭州府中学堂，这所浙江省最早也是最好的公立中学培养了近代史上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比陈达晚

一年入学的就有郁达夫、徐志摩等人。潘光旦则出生于江苏宝山县( 今上海宝山区) 的一个书香门第，

其父潘鸿鼎是戊戌科二甲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旧学渊博，又曾赴日本学习法政，对于新学也有相当的

了解。虽然潘鸿鼎在潘光旦 14 岁时就去世了，但这样的家庭熏陶与陈达相比，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潘光旦日后对传统社会思想尤其是儒家社会理论的研究，显然有家学的底子。
从求学经历上看，两人基本上遵循了同样的轨迹: 都毕业于清华学堂游美预备班，后来都赴美留学。

陈达 1911 年入学，1916 年毕业; 潘光旦 1913 年入学，1922 年毕业。两人曾经有三年的时间同时在清

华，而当时清华学校的全部师生加起来也不过四五百人［2］586，因此两人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已经认识了。

潘光旦晚年回忆清华初期学生生活的一篇文章证实了这一点，文中提到 1916 年清华校内曾经举办过一

场让他印象深刻的中文演讲比赛，在文后的一条脚注中，他提到那一届的冠军正是陈达。［2］583

值得注意的是，陈达与潘光旦在留美之初都没有选择社会学作为专业，陈达先是在俄勒冈市的里德

学院学习外交，而潘光旦则是到达特矛斯大学攻读遗传学。在里德学院，陈达结识了在此任教的社会学

家威廉·奥格本，从而对社会学产生兴趣，并在获得学士学位之后追随奥格本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在后

者的指导下最终于 1923 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潘光旦大学毕业之后也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但念的

不是社会学，而是优生学，他拿的是硕士而非博士学位。事实上，留美时期的潘光旦，并没有表现出对社

会学的浓厚兴趣，他甚至没有选修过一门社会学的课，这与他对美国社会学的看法是有关系的。后来他

曾回忆道:“我对于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的社会学，根本没有太多的理解，总觉得它浅薄而不屑于多下工

夫。”［3］501因此，在美国的时候，他“社会学的书一本也没有读完过”［3］500。相比之下，倒是读了很多社会

思想的书，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取向显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潘光旦不同，陈达接受了美国社会学系统的学术训练，他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是除芝加

哥大学之外美国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系，他在系内成绩优异，曾获得社会学系“荣誉学员”称号，并取得

750 美元奖金; 他在文化史课上提交的论文曾被授课的系主任吉丁斯教授赞为“五年以来最佳的作品”;

此外，他还曾与导师奥格本一起去大西洋市出席美国社会学年会。［4］从 1920 年起，他就经常在《每月劳

工评论》等权威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英文论文，他于 1923 年完成的关于中国移民的博士论

文也由美国劳工统计局在当年出版。可见，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已经比较成功地融入了美国社会学的主

流，且取得了一定成绩。
两位先生都属于社会学界较早一代留学回国的“海归”，在这一拨留美生中，还有后来也成为清华

社会学系教授的李景汉、吴泽霖等人。从回国后的任教经历上看，陈达和潘光旦可谓“殊途同归”。陈

达回国后直接回到母校清华任教，先是为全校师生讲授现代文化史、社会学等公开课，三年后清华大学

成立社会学系，陈达任系主任，在创系初期他甚至是系里唯一的教授。陈达在清华 26 年，直到社会学系

于 1952 年取消。潘光旦回国后则是先到上海任教，先后辗转于光华、大夏、暨南、东吴、复旦、沪江等校，

教心理学、优生学、进化论、遗传学等课程，并曾担任《学灯》《华年》等沪上多家报刊的主编或主笔，直到

八年之后才回到清华任社会学任教。事实上，潘光旦 1934 年回到母校清华任教，正是由陈达延聘的。

在陈达的布局中，社会学系的课程分成三组，除人类学组由旧俄流亡学者史禄国主持外，他和潘光旦分

别主持应用社会学组和理论社会学组。

两位先生一生都维系了深厚的友情。在陈达的自传体著作《浪迹十年》一书中，有许多地方提到了

“老友”潘光旦。1947 年，陈达受邀赴美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百年校庆。在美期间旧疾复发，入院医治。
为免国内夫人担心，他先写信告知潘光旦，然后再由潘转告陈的家人。［5］1952 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社

会学系被取消，教师按照劳动、民族和民政三个研究方向分配去处。陈达去了中央财经学校( 后来又调

到劳动干部学院) ，潘光旦则去了中央民族学院。1967 年 6 月 10 日，潘光旦在家中辞世，陈正得到消息

后为其写下悼亡诗，从中可以看到两位清华社会学家的深厚友谊。

二、治学风格与研究旨趣之比较

在民国时期的社会学界，陈达和潘光旦都称得上是成就出众、深孚人望的社会学家。虽然同为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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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生，且都曾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后又都在清华社会学系任教，但陈达与潘光旦却是截然不同的两

类社会学家，在治学风格、研究旨趣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陈达是一位非常典型的现代学术分工体制之下的专业社会学家，其研究主要聚焦于人口、劳工与移

民等“社会问题”领域，强调问卷调查与定量方法，同时也兼顾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对于西方社会学的理

论和方法运用娴熟; 潘光旦则不那么讲究学科界限，他是一位出了名的“通人”，在研究兴趣上独重优生

学，在治学方法上更侧重于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虽然他对西方社会思想有着广博的研究，但却更致力

于发展本土的儒家社会理论。同时，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潘光旦的介入较陈达更深。陈达是一位非

常“美国化”的学者。他相当强调专业分工，他曾经说自己“除了本行，都是外行”，虽是谦逊之言，但也

的确反映了他治学的特点。他曾经对学生袁方说:“我觉得一个人不容易通。我的办法是一条路，要走

一条路才有成绩和贡献。”［6］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劳工和移民等“社会问题”上，他发表的大部分

文章，即便是在平常报刊上的，也几乎都是与他所研究的这三个问题有关。潘光旦的“通”表现在各个

方面: 作为优生学家，却对社会思想有着深厚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他就已经注意到卡尔·波兰

尼关于市场社会的著述并曾写文评介［7］; 将传统的谱牒学与现代意义上的优生学相结合，写出了《中国

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的嘉兴的望族》等著作。此外，潘光旦身上还带有一些中国传统文人的色

彩: 他虽不以诗名，却有诗人之实，他的《铁螺山房诗草》直到五十年后还被引为老辈学人诗作的典

范［8］; 文思敏捷，有倚马之才，经常替他人代拟贺联、挽联，所撰联语必贴切其人其事而又文辞精到; 潘光

旦还精于鉴赏古籍书画，于金石碑帖之学亦有心得，曾长期兼任清华图书馆馆长，其日记中就记载了很

多与琉璃厂的旧书商打交道替图书馆鉴别、收购古籍善本的轶事。陈达的“专”和潘光旦的“通”恰好构

成了对照，两人的差异，如果用以赛亚·伯林的一个著名比喻来说的话，可谓是“刺猬”与“狐狸”的差

别:“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在具体的研究取向上，陈达和潘光旦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陈达强调实地调查，潘光旦则注重历史

研究。陈达非常讲求实证，注重从社会调查中挖掘数据，发现事实。他一生主持过大大小小至少几十项

人口调查和工厂调查，其中抗战期间他指导清华国情普查所在昆明、重庆、陕西、上海四地进行的工厂抽

样调查以及在云南进行的人口普查实验，规模都相当庞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达在当时被视为

“社会调查运动”的先驱和代表人物之一。与社会调查的研究方法相应，他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总是

包含大量的统计表格，以其代表作《中国劳工问题》为例，该书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统计表格，

其中最长的一个表格甚至达到了 90 多页的篇幅。与陈达相比，潘光旦几乎很少参与实地社会调查，他

少有的一部实地调查著作是解放后写的《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此外，他早年还著有《中国之家庭问

题》，是先在报纸上刊登调查问卷，然后根据对邮寄回来的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写成的，但这也并非实地

调查。

除了一个偏实地调查，一个偏历史研究之外，两人在著述风格上也有所不同。陈达的几部代表作

《中国劳工问题》《人口问题》《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都是大部头的学术专著，此外还有《现代中国人

口》( 《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等英文著作，以及在《美国社会学杂志》( 《Amer-
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社会力》( 《Social Forces》) 等顶尖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英文论文［9－10］。而潘光

旦较少发表英文著述，且除了学术著作之外，他写作了大量的报章随笔和评论，这些文字在他的写作中

实际上占据了更大的篇幅，他的一些著作如《人文史观》《政学罪言》《优生与抗战》等都是将这些文字

结集而成的。这样的著述风格，也遭到了时人的议论甚至偏见。例如，1948 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

选，陈达当选为社会学界仅有的两名院士之一，潘光旦虽然也获得提名，但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出局了。
关于潘光旦的提名，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社会学一项，有潘光旦君。潘君自是聪明人，然其治

谱牒学之结论，实不能成立。……故潘君之功夫，似未可与陈达君同列也。治学不可以报纸文字定其高

下……”［11］可见，在傅斯年看来，潘光旦的学术成就之所以不能与陈达“同列”，一方面是因为从史学研

究的专业角度对潘光旦的谱牒研究有所批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其“报纸文字”的著述形式与风

格的不认同。

就对现实政治的介入而言，陈达和潘光旦也代表了社会学家的两种类型。陈达虽然早年曾短暂出

任国民政府户政司( 一说人口司) 司长，但很快挂冠离去，回到校园，［12］其政治参与仅限于在所研究专业

领域以学者身份提交议案。潘光旦对政党政治的参与较陈达更加深入，他是民盟早期的重要成员，曾任

民盟中央常委，还曾同共产党打过交道，以清华大学教务长的身份掩护过学生激进分子。［13］如果按照布

洛维关于四种类型的社会学的划分，［14］就政治介入而言，陈达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于一个政策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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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角色，而潘光旦可能更似公共社会学家的角色。

三、对“清华学派”的不同影响

陈达与潘光旦各自的治学取向大异其趣，他们执掌社会学系、推动学科建设的方式也很不一样，由

此对清华社会学传统的形塑和变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事实上，如果对清华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做阶段

性考察的话，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陈达与潘光旦两人在其中的位置和影响。

从 1926 年清华社会学系创办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是清华社会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当务

之急的是确立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合法性和科学性，因此，陈达作为创系主任大力引进标准的美

国式实证研究方法和社会调查技术，主持大规模调查，发表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这一时期他在清华社

会学系的同事李景汉、林颂河等人亦秉持了这样的研究取向。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抗战爆发，清华学人“衣冠南渡”，清华社会学系在云南昆明重建为西南联大社

会学系，这一阶段清华社会学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陈达一脉的社会调查和量化研究

得以继续推进，其标志性事件是在陈达的建议和主持下成立了国情普查研究所，陈达以该所为平台，主

持了若干大规模的人口调查和工厂调查，这些调查培养和锻炼了很多社会学系的师生，也使得劳工研究

与人口研究成为清华社会学重要的研究方向。例如，在劳工研究领域，袁方、任扶善等弟子继承了他的

衣钵，他们不仅在当时就已经做出了一些出色的研究，尤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

对国内的劳动社会学、劳动关系与劳动经济研究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另一方面，在社会调查式的研究之外，潘光旦所提倡的社会思想研究亦得以发展。除了潘光旦本人

关于优生与人文生物学说的研究之外，清华社会学的其他同仁如李树青等人受到潘光旦的影响很大。
此外，与以社会调查为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形成明显张力的是，一些同仁主张以“社区研究”弥补社会调

查的不足。例如，费孝通即批评社会调查没有理论，仅以事实本身为目的，他转而提倡能够“在实地观

察中寻求新的解释，形成新的理论”的“社区研究”。［15］在当时的社会学系学生中，史国衡、谷苞等人即受

到这一看法的影响。史国衡毕业后在国情普查所工作，后转投费孝通的“魁阁”，在费孝通的指导下完

成了与陈达的劳工研究风格很不一样的工厂民族志著作《昆厂劳工》。［16］潘光旦对社会调查方法也有自

己的看法，他曾将之比喻成象牙手艺人雕琢的“象牙球”:“自从有了洋学堂以后，自从有了留学生以后，

中国也就有了这种社会调查。我们的资本主义虽不发达，我们的社会调查却相当发达。……访问的技

术、项目的编排、事例的归纳、数字的统计、曲线的描绘、图表的制造，那一样不细致? 但细致的像广东象

牙手艺工人所雕琢的镂空的球，一层又一层，一套又一套，层层活动，套套玲珑，又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解决了些什么真正的问题?”［17］

在潘光旦看来，社会调查往往只能看到社会现象的“然”，而看不到“所以然”，因为社会现象不是

一个平面的东西，有其“来历”和“原委”，这“来历”和“原委”只有向历史中去找寻。因此，潘光旦自身

的治学多半是跟历史文献打交道。他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学界忽略本国的文献，不注意本国社会的由

来演变”，是“空疏而不切实际”的，研究社会而不通晓历史，“有很大的危险”。［18］不过，他虽然提倡历史

研究，但却反对简单套用西洋的经济史观或唯物史观，然后用中国史料加以剪裁，后者在他看来同样也

是疏阔而不切实际的。潘光旦对于家族和谱牒的研究［19］以及其与费孝通合作的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的

研究即可视为其历史研究的尝试。［20］

1943 年，潘光旦接替陈达担任社会学系主任之后，更是尝试对清华社会学的研究取向进行改造。
从留下来的潘光旦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线索。例如，1947 年 2 月 24 日，潘光旦看到正在哈佛大

学读博士的学生史囯衡寄来的哈佛社会关系系教师和学程一览，在日记中写道:“其改称社会关系与联

合社会、人类、心理诸学程于一系，显是一种进步，其注重社会心理与变态人格，则自我主持此间系务后，

亦尝试为之，仍有待发展也。”［21］这里提到的哈佛社会关系系即原来的哈佛社会学系，结构功能主义的

社会学大师帕森斯担任系主任之后将社会学系与心理学系、人类学系等合并，试图将社会学建设成为更

具包容性的整体社会科学。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潘光旦这里所说的“尝试为之”的具体内容指的是什么，

但从他看了帕森斯主持下的哈佛社会关系系学程之后“心有戚戚焉”的表现，可以猜测到其大概的方向

应该是拓宽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与其他学科相融合，这其实也与潘光旦本人求通的治学旨趣相符。与此

相印证的是，潘光旦 1947 年 4 月 3 日的日记曾记载，他与吴景超、费孝通等人商量筹办比较社区研究

所、近百年中国发展研究所以及比较文化研究所，成员则兼纳社会学系、文学院及法学院的同仁。［22］此

外，这里的“社会心理和变态人格”，亦是潘光旦本人一直感兴趣的领域，他早年曾受到梁启超激赏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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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冯小青》即是以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奇女子冯小青为个案的一个变态心理学研究的典范。可见，

在接替陈达担任系主任之后，潘光旦曾试图给清华社会学开辟一些新的研究方向，然而，遗憾的是，这个

尝试因为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而中断了。

四、小结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一提起“学派”二字，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燕京学派”。这个以吴文藻及其学

生为核心成员，以“社会学的中国化”为鲜明治学旨趣，以社区研究、民族志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学术

共同体，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影响可谓至大至深。正因为如此，“燕京学派”在近些年来的学术史研究中，

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讨论。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在“燕京学派”之侧，还曾出现过一个与其双峰并峙

的学术共同体，即本文所讨论的“清华学派”。但是，对清华社会学系的学术传统，至今尚未有人从“学

派”的角度加以梳理和总结。究其原因，恐怕在于清华社会学的内部异质性更强，学术上的张力也更加

突出。从对陈达与潘光旦这两任清华社会学系“掌门”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事实上，无论是陈达对清华社会学之奠基，还是潘光旦对清华社会学之改造，在某种意义上都应该

视为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努力。陈达与潘光旦的异同，以及“清华学派”的演变轨迹和内部张力，其

实关系到这样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 近代中国的社会学虽是维新变法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然而，却

并非如一般所谓的“舶来品”所足以概括。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家，虽大体都有在欧美留学的经历，然而

他们回国之后对社会学这门学问在中国的奠基，也并不止于对其在西方所受科班训练的简单应用或移

植，而是与中国自身的知识与思想传统相结合，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势与社会脉络下，最终生发出

独特的样貌和品格。同时，早期社会学奠基者们对社会学这门学问在中国的“想象”与实践，又受到所

嵌入的制度环境和学术场域的影响，同时又与其各自的人生史、政治介入、智识传承乃至性情倾向密切

相关，因而往往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和气质。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时，既需要从外部

留意其相对应于西方而言的自主性和独特性，也需要进入内部，考察这样一个传统自身的多元性与歧异

性。这才是本文讨论社会学的“清华学派”之根本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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